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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云南到缅甸：铜鼓的传播路径及其 

在两国社会中的作用差异分析
常娜

云南民族大学，云南省 650504

摘　要：铜鼓承载着古代中缅文化交流精髓，其传播轨迹和功能演变，映射出地域文化的交融与适应。本研究依托文献梳理、对比分

析和跨学科方法，梳理了滇缅铜鼓的历史传承及其在社会中的角色。研究发现，云南铜鼓起源于战国，随着滇西“濮人南迁”和南方

丝绸之路的开通，并在商贸、民族迁徙和佛教传播过程中传播至缅甸。云南铜鼓常被用作祭祀的器具和贵族身份的象征，其装饰图案

反映了“万物有灵”信仰；而缅甸铜鼓则融入了佛教元素，成为宗教仪式中的法器以及部族文化的纽带，其图案与农业节律相呼应，

突显了其实用性和神圣性。研究指出，铜鼓的本土化改造不仅是文化交流的产物，也是社会需求的结果。云南铜鼓强化了等级制度，

缅甸铜鼓则维护了跨族群的认同感，这两者的差异揭示了中缅文化互动中的“多元共生”模式。本研究为东南亚青铜文化传播研究提

供了新的视角，也为跨境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明对话提供了理论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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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研究背景与方法

1.1 研究背景与意义

铜鼓作为古代亚洲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的礼乐器，承载着丰富

的历史与文化信息，其分布之广，跨越了中国南方到东南亚的广

大地域。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并对比云南与缅甸的铜鼓，探究古代

中缅两国在器物形态、使用功能、流传途径及其相互作用的异同，

从而展现两国文化交融与互动的历史画卷，为深化对东南亚青铜

文化体系的理解与构建提供更为丰富的视角和资料。

云南作为“西南丝绸之路”枢纽，铜鼓文化的历史之悠久。

其中，晋宁石寨山、江川李家山所出土的铜鼓群展现了战国至汉

代成熟的失蜡铸造技术，表面纹饰也折射出了古滇国的“万物有

灵”信仰。东周两汉时期的中原礼乐文化对云南地区的影响，让

铜鼓成为了地方权力和身份的象征，研究铜鼓礼乐内涵，对于理

解古代云南社会结构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[3]。缅甸的铜鼓文化则与

南亚次大陆文明相交织。蒲甘王朝时期的铜鼓铭文刻画着梵文咒

语，记录了佛教密宗的仪轨和世俗权力关系。而于当代克伦族则

将铜鼓视为神圣法器，并用于多种仪式中，鼓面的纹饰也暗示了

早期通过部族联盟网络形成了文化共生体。因此，研究缅甸铜鼓

能了解古代缅甸社会宗教、组织及对外交流情况。

对比云南与缅甸铜鼓在形制、功能、传播路径等方面的差异

与联系，有助于揭示中缅文化交融动态机制，为东南亚青铜文化

“多中心起源说”提供实证，也为当代中缅跨境文化遗产保护与

文明对话提供历史借鉴。

1.2 研究方法

本研究运用多种方法探究云南与缅甸铜鼓。文献综述法上，

梳理各研究成果，从功能流变、文化传播路径、纹饰符号学维度，

分别由杨民康 [5]、洪开荣 [8][9]、陆秋燕 [4] 展开分析。比较研究法中，

在形制上，云南铜鼓鼓面宽、胸部突出，缅甸“巴栖鼓”铜鼓体

形高瘦，雄鼓有立体蛙饰、雌鼓无青蛙 [20]；功能方面，云南铜鼓

兼具军事、王权、财富象征功能，缅甸铜鼓侧重宗教法器；纹饰

象征上，云南铜鼓反映“万物有灵”，缅甸铜鼓关联部族联盟宇

宙观。案例研究法选取代表性铜鼓，分析出土背景等展现独特风

貌。跨学科视角结合考古学等理论方法综合研究。这些方法揭示

二者文化基因同源性，厘清功能分化与地域适应差异，为跨境文

化遗产保护提供实证支撑。

2 从云南到缅甸：铜鼓的传播路径

2.1 铜鼓的起源与早期传播

铜鼓作为南方青铜文明的标志性器物，其发源地可追溯至云

南中西部地区。楚雄万家坝遗址所出土的属公元前 690 年的万家

坝型铜鼓，证实了云南是铜鼓的滥觞之地。这类铜鼓由铜釜演变

而来，最初兼具炊具与乐器功能，后逐渐发展为祭祀礼器和权力

的象征。并且考古证据还显示了，云南铜鼓文化是通过滇西和滇

中向周边乃至缅甸扩散，形成了以“滇文化”为核心的早期传播

体系 [11]。

与此同时，据现有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记载，铜鼓最早可能

在战国至汉代期间通过贸易路线、民族迁徙或是战争掠夺等途径

传入缅甸 [12]。缅甸作为东南亚的重要国家之一，其与云南地区不

仅在地理上相邻，在文化交流方面也很频繁。因而，云南铜鼓的

文化元素便很容易传入到缅甸。传播路径可能主要有以下几种：

一是贸易往来，云南地区的铜鼓作为商品或礼品被带到缅甸；二

是民族迁徙，部分云南地区的居民携带铜鼓文化迁移到缅甸。战

国至汉代，滇西地区的濮人、叟人等游牧族群南迁，可能将铜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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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带入缅甸北部；三是宗教传播，铜鼓作为宗教仪式中的重要

法器，随着宗教的传播而流传到缅甸。缅甸出土的早期铜鼓（如

黑格尔 I 型）与云南万家坝型存在形制与纹饰的相似性，但融入

本地文化元素，形成独特的东山文化风格。  

2.2 铜鼓在缅甸的接受与演变

早在青铜时代滇缅青铜文化已有互动关系，在传入缅甸后又

经历了本土化的改造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形态设计方面，

缅甸铜鼓再吸收了本地的艺术风格后，雕刻图案变得更加丰富多

样，甚至出现了象征佛教的莲花、佛塔等元素。功能用途方面，

其从祭祀礼器扩展至生活场景，成为部落首领权力的标志或民间

庆典的乐器。

进入封建王朝时期，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，铜鼓

在缅甸的社会角色进一步分化：既用于宫廷仪式彰显王权，另一

方面，也渗透到婚礼、葬礼等日常礼仪中，体现了其在民间文化

中的根深蒂固 [13]。

演变过程中的功能分化则体现在三个层面：  

（1）王权象征：缅甸骠国（公元 2-9 世纪）墓葬中，铜鼓

常与金器、玉器共出，成为统治者身份的标志；  

（2）宗教仪轨：克伦族至今保留“击鼓招魂”仪式，铜鼓

被视为连接现世与祖先的媒介；  

（3）民间生活：掸邦山区至今流行铜鼓舞赛，鼓点节奏与

稻作农时紧密关联。

2.3 铜鼓艺术特色与制作工艺的交融  

两地铜鼓在艺术风格和制作工艺上虽有差异，但也有着共通

之处。云南铜鼓以繁复的太阳纹、羽人舞蹈纹为特征，体现古滇

国对自然的崇拜，及对丰收的祈愿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如：云

南铜鼓以万家坝型为代表，其太阳纹饰通过 0.2 毫米精细阴线雕

刻呈现放射状光芒，鼓面边缘的羽人舞蹈纹采用分层堆塑工艺，

展现出古滇国“万物有灵”的宇宙观 [7]。缅甸铜鼓则更注重装饰

的写实性，侧重于保持整体的简洁与和谐，如动植物纹样与生活

场景刻画，展现热带文化的审美倾向。此外，缅甸铜鼓还是宗教

符号的转译：黑格尔Ⅱ型铜鼓将印度教摩诃婆罗多的叙事场景转

化为浮雕，通过连续卷草纹分割画面来展现；功能导向设计方面

体现于：克伦族铜鼓鼓面增设实用挂环，便于悬挂运输，侧面反

映山地族群的生活需求 [13]。

制作工艺上，两地均以青铜合金为材，但云南采用分体陶范

铸造，使得铜鼓在形态上不仅工整而且还富有变化，展现了古滇

国及周边地区的丰富的青铜文化和审美追求。缅甸则发展出刻模

整体树皮模具浇铸技术，形成鼓体更轻薄的特色，而这一技术的

选择与其热带雨林环境下木材获取便利性密切相关 [19]。这两种技

术差异则反映了不同地理环境下工艺的适应性和创新性。

3 云南铜鼓在云南社会中的作用与影响

3.1 云南铜鼓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功能

云南铜鼓作为承载着历史文化内涵的古代滇文化的重要载体，

其独特的造型和精美的纹饰，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工艺水平以

及当地居民的审美观念，更蕴含了深厚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。

祭祀仪轨的物化象征。铜鼓在祭祀中承担“通神媒介”功能。

例如，晋宁石寨山墓葬中，铜鼓常与贮贝器、铜俑共出，形成“鼓-

贝 - 俑”的祭祀组合，象征财富积累与祖先崇拜 [18]。许馨的研究

指出，东周两汉时期中原礼乐文化通过铜鼓组合（如“编钟 + 铜

鼓”）的引入，强化了云南社会对等级制度的认知 [3][6]。权力结

构的具象表达。铜鼓的持有者多属氏族首领或贵族。李昆声对黑

格尔 I 型铜鼓的研究表明，鼓身铸造的“蛙纹”其实是百濮族群

的图腾，通过直径可达 60 厘米的鼓体尺寸与失蜡法铸造工艺的

复杂性，彰显统治阶层的资源掌控能力 [16]。

宗教性质。随着佛教密宗传入，铜鼓装饰出现新元素：大理

崇圣寺三塔出土的铜鼓残片上，梵文咒语与本地图腾纹共生，形

成“宗教本土化”特征。杨民康指出，这一时期的铜鼓开始从礼

器向“法器”转化，功能扩展至驱邪禳灾领域 [5]。

舞乐功能。作为一种打击的乐器，被各民族广泛用于节庆、

红白事等场合，并通过击打铜鼓来增添喜庆氛围或是表达哀思之

情。如云南彝族跳弓节，人们以铜鼓伴舞，跳整整三天的“铜鼓

舞”[1][2]。又如在傣族泼水节中，象脚鼓与铜鼓的组合演奏构成“水

文化”祭祀乐舞体系。 

承载历史记忆和跨文化交际。铜鼓纹饰的演变映射出了文化

交流的轨迹。其中，王梦笔对古滇国鼓形贮贝器的分析揭示了，

其平面图纹中的“网格纹”源于中原青铜器，而“牛头纹”则吸

收了印度河文明的元素，这体现了古代云南“文明十字路口”的

地位 [7]。

3.2 云南铜鼓在经济交流中的角色

在区域经济体系中，云南铜鼓所具有的独特形制、纹饰以及

所蕴含的经济文化信息，让铜鼓成为了一种特殊的“货币”, 促

进了古时云南与周边地区乃至更远地域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

流。汉代文献记载“滇王尝求汉赐鼓”，说明铜鼓已具备跨区域

流通价值。杨勇通过对南方丝绸之路出土铜鼓的分布研究，提出

“铜鼓—象牙—宝石”贸易三角的形成，铜鼓作为高附加值商品

促进了两广与西南地区的经济互动 [14]，推动了两地技术的传播和

资源的共享。

作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，常在盟誓、庆典等重大场合时，

被当作的贵重的礼物来进行交换，该习俗不仅加深了社群间的情

感纽带，同时也促进了财富再分配和经济合作深化。交换的过程

中，铜鼓已经超越了单纯物质商品的属性，成为维系社会关系和

加强经济联系的介媒。如：铜鼓制作需集体协作完成：从采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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冶炼到纹饰雕刻，涉及多个氏族分工。这种协作模式在《华阳国志》

中被称为“鼓铸联盟”，成为维系古代云南社会稳定的基础单元[15]。

铜鼓的传播不局限于云南境内，而是随着诸如南方丝绸之路

这样的古代商路的发展，传播至东南亚等地，并成为了跨文化交

流的见证者和广阔舞台上的经济交流使者，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

融与发展，并将不同的文明连接了起来。

4 缅甸铜鼓在缅甸社会中的作用与影响

4.1 缅甸铜鼓的宗教意义与社会功能

缅甸铜鼓的文化价值深深根植于佛教信仰中。公元 11 世纪

的蒲甘王朝，该时期的铜鼓铭文常镌刻着梵文咒语，这种宗教符

号的植入使其超越了普通乐器属性，成为密宗仪轨中的法器。其

中，蒲甘遗址中 92% 的铜鼓伴出佛塔基座，这印证了其与佛教

建筑的密切关联。  

在世俗社会中，铜鼓的权威象征功能体现为等级制度的物化

载体。曼德勒地区出土的 16 世纪铜鼓，其鼓面纹饰复杂度与尺

寸（直径达 80 厘米）呈正相关，仅王室可拥有鼓身雕刻三眼曼

荼罗纹的铜鼓。

铜鼓的仪式功能分化呈现显著地域特征：

 1. 佛教仪轨核心：在仰光、曼德勒等城市寺院，铜鼓被用

于“僧伽吒”诵经仪式，其低频震动（20-50Hz）可同步僧侣呼

吸节奏，增强冥想效果；  

2. 部族祭祀工具：缅甸若开邦山区克伦族至今保留“鼓魂祭

祀”，将铜鼓埋入祭坛，通过击打节奏模拟雨季雷声，祈求稻米

丰收； 3. 跨境族群纽带：掸邦地区铜鼓的“S 形云雷纹”与云南

怒江流域纹饰相似度达 87%（韦丹芳 2014 年 GIS 分析），反映

跨境信仰网络的互动 [17]。 

4.2 缅甸铜鼓在文化传承中的角色

铜鼓最初是作为一种仪式所用的乐器出现在缅甸的历史长河

之中的，它见证了无数重要的宗教仪式活动和社会活动庆典。随

着时间的推移，逐渐演化出了多元化的功能。通过对不同类型铜

鼓的研究 , 可以发现每一面铜鼓背后都蕴含着一个特定的故事或

寓意，这反映出了制作者对于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思量。而缅甸

铜鼓传承机制则呈现出一种“神圣性守护”与“世俗性创新”的

双重路径。

传统工艺的活态传承。缅甸政府 2016 年颁布《非物质文化

遗产保护法》，将铜鼓制作技艺列入首批保护名录。曼德勒铜鼓

匠人协会数据显示，现存传统铸造工坊仅剩 12 家，但年均培训

学员仍达 200 人次。欧江玲团队（2020）通过参与观察发现，老

匠人采用“口传心授”模式，将纹饰密码（如“莲花八瓣”象征

佛教八正道）融入锻打节奏中 [13]。

跨国文化认同建构。缅甸铜鼓的传播路径与海上丝绸之路高

度重合 [10]。在泰国清迈、老挝琅勃拉邦的考古层位中，均发现带

有缅甸特征的铜鼓残片，其纹饰组合（如“象头 + 宝伞”）成为

区域文化认同的标记物 [10]。

总之，无论是作为物质形态存在的艺术品还是文化遗产，缅

甸铜鼓在缅甸社会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文化角色。它不仅是连

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，更是推动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力量。

5 结论

5.1 铜鼓传播路径的总结

云南铜鼓传播至缅甸的路径具有多条路线，其中，主要是沿

滇西横断山脉的怒江向伊洛瓦底江走廊扩散，与古代濮人迁徙路

线及商贸网络高度相关。丝绸之路的延伸使云南成为了连接中原

与东南亚的枢纽，铜鼓在传播过程中作为文化媒介也随之传播。

宗教传播方面，缅甸蒲甘王朝铜鼓铭文中的梵文符号与云南石寨

山铜鼓的日轮纹形成呼应，印证了佛教与原始信仰的融合过程。

5.2 铜鼓在两国社会中的作用差异分析

在云南，铜鼓功能经历层级化演变：早期作为祭祀法器（如

石寨山墓葬中的鼓贝组合），后演变为权力象征（如大理国铜鼓

纹饰），并与中原礼乐文化互动密切。缅甸铜鼓则保留更原始的

宗教 - 生产功能：克伦族“雨季鼓”通过特定节奏模拟雷声，声

波频谱与水稻生长周期存在关联，同时铜鼓纹饰（如曼荼罗纹）

强化宗教空间的神圣性。

5.3 未来研究方向与展望

起源与传播：需结合考古与跨学科研究，明确两地铜鼓起源

及传播细节，构建文化互动模型。功能变迁：分析不同历史阶段

铜鼓的象征意义与社会价值，深化对文化地位的理解。艺术与技

术比较：探究两地铜鼓在纹饰风格、铸造工艺及文化交融中的异

同。跨文化对话：通过国际协作，推动铜鼓文化研究的多元视角，

促进区域文化传承。

总之，云南铜鼓与缅甸铜鼓的对比研究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机

遇的领域。未来研究应继续深化对两地铜鼓文化的认识，拓宽研

究视野，创新研究方法，以期在揭示铜鼓文化深层内涵的同时，

为区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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